
 

儒家传统与员工雇佣保障：文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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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儒家传统对企业雇佣策略和员工权益保障的影响。从2012年

全国第十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儒家文化中“君子以义为利”“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思想显著

影响了企业雇佣策略，提升了员工权益保障质量。具体来讲，企业所在地区儒家文化强度越大，其员工

劳动合同签约率和社会保险购买率越高，员工培训投资力度越大，且更有可能设立工会。进一步检验表

明，儒家文化改善员工雇佣保障的积极效果在“弱司法保护”地区表现更突出。这意味着儒家文化和司

法保护两种不同力量在加强员工权益保护中有一定替代性功能。文章还发现，全球化竞争削弱了儒家

文化对员工雇佣保障的积极作用。文章不仅从传统文化角度拓展了对新兴市场国家“弱制度”情境下员

工权益保护影响因素的理解，也从微观企业层面深化了对儒家文化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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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随着深化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我国市场化劳动关系已基本形成（常凯，2013）。尽

管如此，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各种劳资冲突和深层次矛盾的高发阶段，劳动

关系和员工权益保护问题日益凸显。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2017年全国各地劳动

争议仲裁机构受理劳动争议案件为78.5万件。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也披露，2014年1月至

2016年12月，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劳动争议案件62.2万件。由劳资矛盾引发的争议纠纷日趋攀

升已是不容回避的事实。这些不仅制约了企业人力资源效能的释放，也对新时代社会主义和谐

劳动关系形成严重挑战。因此，劳动权益保护成为当前劳动关系领域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劳动权益保护对激发个体工作热情（Whitener，2001）、增强员工组织承诺（Zhou和George，

2003）、促进知识共享与企业创新（Tong等，2018），甚至是缓解劳资冲突、维系社会稳定等都具

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因而受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共同关注。针对当前我国劳

收稿日期：2019-11-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儒家文化、隐性规范与企业创新：基于认知烙印与伦理约束双重视角的研究”

（719720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儒家传统、隐性规则与企业非伦理行为：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

的理论与实证研究”（17YJA63001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地区腐败、政治迎合与企业资本投资取向：理论逻

辑与实证检验”（7180216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儒家文化、认知烙印与企业伦理决策：基于非正式制

度视角的研究”（2019CDJSK02XK11）。

作者简介：淦未宇（1980—），女，四川攀枝花人，西南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通讯作者）；

徐细雄（1978—），男，湖南岳阳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　曼（1996—），女，四川达州人，西南政法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第22卷第1期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Vol. 22 No. 1
2020年2月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Feb.  2020

DOI: 10.16538/j.cnki.jsufe.2020.01.005



动关系情势变化，国家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也做出了诸多回应，先后出台了《工会法》《劳动合同

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加强员工权益保护、改善雇佣

关 系 质 量 提 供 基 本 的 法 律 与 制 度 保 障 。 相 应 地 ， 现 有 研 究 文 献 也 大 多 侧 重 揭 示 政 府 监 管

（Ahsan和Pagés，2009；Chaurey，2015）、劳动合同法实施（Gao等，2017）、企业工会（Lu等，2010；

Yao和Zhong，2013；魏下海等，2013a）和党组织治理（Dong等，2016）等制度力量在增强员工权益

保护中的积极作用，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遗憾的是，迄今鲜有研究考察传统文化及其

隐性价值规范可能对企业雇佣策略和员工权益保护产生的影响。

理解中国转型情境下的种种社会和经济问题，若仅局限于近代以来所接纳、吸收和改良的

各 种 正 式 制 度 ， 而 忽 略 数 千 年 历 史 传 承 中 缓 慢 形 成 且 影 响 深 远 的 非 正 式 制 度 ， 应 该 是 不 够

的（Allen等，2005；陈冬华等，2013）。尤其是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当前我国“弱制度”情境下，

劳动市场面临的政府监管和法律执行效率较低，企业工会职能定位也面临诸多困难甚至冲突

（Chen，2003；刘泰洪，2011）。因此，员工权益保护受到的制度性约束比较脆弱。当正式制度及准

则无法有效运作时，有必要关注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治理价值（North，1990）。近年来，非

正式制度影响企业微观行为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有研究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明

显的“促进作用”（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黄送钦（2017）的研究也认为外部制度环境可以缓解

企业捐赠行为中的代理问题。由此可见，在中国转型当下正式制度日臻完善的同时，从非正式

制度视角出发探寻劳动市场的道德和伦理基础，同样极具现实意义（韦森，2002）。

对中国社会而言，儒家传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它是中国哲学思想和价值

观中最持久、最重要的力量，也是个体和组织普遍尊崇的道德规范与行动指南（Ip，2009）。Fu和

Tsui指出，中国企业家的价值观中普遍渗透着儒家思想，并在经营决策中得到具体反映（Fu和

Tsui，2003）。基于此，本文试图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儒家文化及其隐性价值规范对现代企业

雇佣策略和员工权益保障的影响效应。本文综合采用历史典籍资料和2012年第十次全国私营

企业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实证发现，儒家文化中蕴含的“君子以义为利”“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

人本思想显著影响了企业雇佣策略，提升了员工权益保障质量。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已有文献大多聚焦于政府规制、劳动合同法、工会组织等正式制

度力量对雇佣保障和劳资关系的影响（Gao等，2017；Lu等，2010；Yao和Zhong，2013；魏下海等，

2015），但鲜有文献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文化因素可能对企业雇佣策略和员工权益保护产生

的作用。本文揭示了儒家文化及其隐性价值规范在改善员工雇佣保障中的独特作用和机理，加

深了对新兴市场国家劳动权益保护决定因素的理解，也丰富了“文化与企业决策”领域研究文

献（Hilary和Hui，2009；Li等，2013）。（2）本文将实证科学方法与儒家思想有机结合，通过古代书

院地区分布密度定量测度儒家文化强度，并检验了儒家人本思想在增强员工权益保护中的积

极作用。这不仅拓展了儒家伦理价值的研究范式，也从微观企业层面深化了对儒家文化经济后

果的理论认知，因而也对儒学研究具有一定贡献。（3）从实践层面来看，加强员工权益保护、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实现包容式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

文化自信”，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解决现实难题的办法。本文揭示了儒家文化促进员

工权益保护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这不仅能够纠正部分学者对儒家文化价值的消极认知偏

见，也为弘扬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和谐劳资关系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

依据和政策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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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员工权益保护的影响因素

劳动权益是指处于社会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在企业内部履行劳动义务的同时所享有的基

本权益（常凯，1995）。根据劳动权利主体的层次不同，劳动权利可以划分为个体劳动权利和集

体劳动权利，前者主要包括劳动合同、工资福利、工作条件以及养老、医疗保险等方面的权益；

后者则由劳动者集体组织−工会行使，主要包括劳动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集体行动权。劳

动权益是劳动关系三方（劳工、资本和政府）力量平衡的结果。因此，人力资本、企业管理和政

府干预是影响劳动权益的三大关键因素（刘林平和郭志坚，2004；万向东等，2006）。

员工权益保护是实现雇佣稳定与和谐劳资关系的微观基础，因而一直都受到学术界的高

度关注。归纳起来，已有研究主要围绕政府劳动市场监管、劳动合同法实施和工会组织等显性

制度力量在加强员工权益保护中的作用来展开研究。Almeida和Carneiro（2012）发现，劳动管制

导致的工资刚性使得低工资的正规部门也对非正式员工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促使他们进入正

规部门。因此，本质上员工的低工资是为获得政府劳动监管的强制性保护买单。严格的劳动管

制导致企业解雇员工变得更加困难或成本更高，这进一步对企业雇佣政策产生影响。比如，

Chaurey（2015）利用印度企业数据实证发现，当企业面临严格的劳动管制时，会选择雇佣更多

的合同工（临时工）作为应对暂时性需求冲击的反应。

作为劳资关系中相对弱势的一方，劳动合同是员工寻求自我权益保护的重要手段。Gao等

（2017）采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纵向调查数据和DID方法检验了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

的实施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参与的影响效应。他们发现，劳动合同状况与农民工五种社会保障

（养老、工伤、失业、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参与情况都紧密相关，也即签订长期劳动合同有

助于促进农民工社会保障参与的积极性。Li和Freeman（2014）利用法律颁布前后珠三角地区农

民工调查数据发现，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显著增加了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比例，提

升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也降低了企业拖欠工资的可能性。然而，善意的劳动保护立法

也可能产生不良后果。比如，Yan（2015）指出，相对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在整体上受到新《劳

动合同法》的负面冲击更大。它导致低工资企业的雇佣数量下降、工资水平上升，甚至引发企

业倒闭和下岗潮的出现。

工会是实现劳资关系处理制度化的组织前提，也是维护员工权益的另一个主要途径。制度

主义学派认为，作为维护工人权益的重要组织，工会的形成是劳工阶层应对劳动力市场不公平

的反应。工会以社会制度的形式嵌入劳动力市场，并将其整合在社会的道德经济中。Yao和

Zhong（2013）基于国内12个城市1 268家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工会组织与员工小时工资和

养老金覆盖率显著正相关，与月工作时间显著负相关，且有利于推进员工个体与集体合同的签

订。魏下海等（2015）指出，工会组织有利于改善企业雇佣期限结构，即增加长期雇佣占比，减少

短期雇佣和临时雇佣占比。他们还强调，工会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发挥作用：一是通过集体发声

直接影响企业雇佣，二是通过与基层党组织的协同引发党政关注迂回影响企业雇佣。

（二）儒家传统文化

儒家学说最早由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在总结和概括夏、商、周

三代“敬德保民”等思想基础上创建，后经由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等人继承和发展，逐渐形成的

完整思想体系。它是以重视人的生存价值意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合作，用“仁”为核心

建立起的一种教育、文化和学术思想派别。儒家思想历经两千多年的历史洗礼，始终保持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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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力，且一直占据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长久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都有其深厚的土

壤，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纲常伦理。

儒家思想不仅对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社会治理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对中国和东亚社会的政

治、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9年Kahn（1979）提出了“后儒家假说”，指出儒家意识形态是推

动东亚四小龙经济腾飞的主要原因。随后，中外学者就儒家思想及其对组织管理的影响展开了

深入研究。杜维明（2013）认为，儒家传统文化对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是公司创造财富的重要精神力量。Pan和Sun（2018）从自我规制角度考察了儒家中庸思想对员

工适应性绩效的影响机制。他们利用中国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发现，中庸思想对员工认知适

应性和情绪控制都具有直接影响，并通过它们间接影响适应性绩效。Kang等（2017）发现儒家文

化中的四个维度特征（仁、义、忠、关系）对员工情绪动机和规范动机产生积极作用，进而影响

了员工的加班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范式中，文化这类非正式制度处于第一层次，它对个体和企业行为具有

重要约束，且对第二层次的正式制度产生作用（Williamson，2000）。近年来许多学者尝试从非正

式制度视角考察文化因素在微观企业层面的作用效果（Zingales，2015），儒家文化的经济后果

得到了诸多关注。但是目前已有儒家伦理价值研究主要基于哲学和社会学层面展开，且大多是

采用规范分析范式。杜维明（2013）提出，儒学发展的重要瓶颈是“面对科学主义的挑战，暴露出

很 多 缺 陷 ”。 在 企 业 管 理 的 科 学 研 究 中 ， 已 有 文 献 主 要 聚 焦 儒 家 思 想 对 员 工 个 体 行 为 特 征

（Pan和Sun，2018；Kang等，2017）以及企业财务绩效（Du，2015，2016；古志辉，2015；程博等，

2016；金智等，2017）的影响，对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规范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可能存在的

作用关注明显不足。

（三）儒家传统与员工雇佣保障：研究假设

在全球化和新经济浪潮中，了解文化多样性及其对管理实践的影响至关重要。Hofstede

（1980）将文化定义为“使思维、情感和行为方式区别于其他群体的集体心智模式”。North（1990）

则将文化界定为“通过教育或模仿方式将知识、价值观或其他影响行为的因素在代际之间进行

的传承”。不管秉承何种定义，其共识在于“文化包含一套持久的信念或价值观，它影响着个体

的感知、偏好、决策和行为”。作为传承了几千年的主流思想，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

国人尊崇的道德和伦理准则（Yan和Sorenson，2006），并为个体和组织提供行动指南与道德框

架（Ackerman等，2009）。Fu和Tsui（2003）指出，中国企业家的价值观中普遍渗透着儒家思想，并

在经营决策中得到具体反映。淦未宇和徐细雄（2018）认为，频繁出现的“用工荒”给城市劳动力

供给和正常的企业用工秩序带来诸多障碍，雇佣关系管理变得日益重要。结合到企业雇佣策略

和员工权益保障，儒家传统及其价值规范的影响可能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儒家学说中“仁”为伦理道德之首，是儒家价值规范的最高原则。孔子认为，“仁”即是

“爱人”，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善关系。《论语·雍也》对“仁”的描述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仁政”思想与社会交换理论中的互惠观点是一致

的。孔子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强调“为政以德”。这些思想引导现

代企业要秉承“人本管理”理念，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给予员工更多的人文关爱和权益保障

支持，激励他们全身心投入工作。反之，若企业缺乏“仁”，肆意侵害员工基本权益，和谐雇佣关

系和员工忠诚度必将受到破坏。

其次，儒家倡导“义”，其核心含义是所有人应该是正义的、忠实的，能够履行道德义务。这

意味着，无论是人与人、人与组织，抑或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交往都应该呈现互惠和利他主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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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只有充分考虑他人利益得失，才能使交互关系保持和谐稳定。《荀子•荣辱》“先义而后利者

荣，先利而后义者辱”清晰表达了儒家对“义、利、荣、辱”的看法和选择。儒家“义”的法则强调要

能够主动限制自我利益，注重彼此交往中的互利性（Sun等，2016）。这为儒家传统在商业活动中

规范个人和组织行为提供了基本框架，即企业经营者在获取经济利益时要以平衡正义和利益

为前提。这种价值规范对雇佣关系治理的启示在于，企业在引导雇员做出奉献和价值创造时，

也要主动站在雇员角度考虑问题，以实现二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加强对员工权益的保护，真正

做到“先义后利”。

再次，儒家讲究“礼”，即强调伦理准则和社会规范的治理价值。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

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主张万事必须合乎礼法，否则就是“不仁”。儒家“礼治”文化包含了

对伦理、社会规范、价值观、礼仪、国家制度规则等的一般看法（Ames和Rosemont，1998）。Sun等

（2016）认为，在商业活动中，“礼”描述了一种规则和律例，可用于抑制由于利益驱动可能导致

的有害行为。在儒家看来，坚守“礼治”的个人或组织都应该尊重社会秩序和法律规范，有健全

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责任心。这种伦理思想必然对现代企业雇佣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既鼓励员工

提供更多的角色外行动，也要求企业遵从“礼尚往来”法则赋予雇员更多的利益回馈；同时，倡

导企业要遵守劳动法规，切实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

最后，儒家秉承“信”，即“诚实守信”。孔子曰“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也”；子夏也强调“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儒家文化认为，信是人与人之间建立

友善关系的基本原则，只有言而有信的人才符合“义”“礼”的要求。员工权益受损本质上是企业

的失信行为，即并不兑现事前对员工的薪酬福利承诺。然而，儒家一直倡导“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要求企业“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由此可见，儒家“诚信”思想也有助

于规范企业雇佣行为，为劳动合约的履行和员工权益的保护提供了一种隐性约束。

上述分析综合表明，儒家文化蕴含的“君子以义为利”“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人本思想可

能对企业雇佣策略选择产生深远影响，其倡导的“仁、义、礼、信”价值规范均有利于改善员工

雇佣保障质量。具体表现在儒家文化中的诚信观所建构的契约精神会提升企业在劳动合同签

订、员工保险购买中的表现。儒家文化中的“格物致知”“博学笃志”“学而不厌”等思想也能进一

步促进企业通过员工培训来提高雇佣保障质量。儒家的“仁爱”内涵更加可能催生企业主动建

立工会来保障员工权益。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其他条件不变时，企业所在地区的儒家文化强度越大，其员工雇佣保障质量越高。

新制度经济学家主张，制度是决定经济主体行为的基本因素。现实中的员工权益保护既受

到儒家传统等非正式制度的隐性约束，也面临劳动市场法律监管等正式制度的显性约束。为了

增强员工权益保护，我国先后出台了《工会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等法律法规。一系列相关研究也表明，法律法规和政府管制确实是规范劳动关系、维护

员工权益的重要制度保障（Gao等，2017；Li和Freeman，2014）。法律法规作为一种保障员工权益

的正式制度，规定了企业提供雇佣保障的最低标准，限制了企业可能产生的侵权行为。然而，

作为激励雇员为企业效力的重要措施，雇佣保障水平的高低在企业发挥人力资源作用时具有

显著差异。换句话说，如果不考虑司法制度的自由裁量空间，司法制度仅仅限定了企业提供雇

佣保障的最低水平，企业在成本收益权衡中，会差异化雇佣保障力度。

各国之间的制度差异是巨大的，这是共识。即使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制度环境也差异

明显。研究表明，即使一国内部保持相同体制背景，不同地区也可能因产权保护、市场监管、规

制和法律实施、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运行以及腐败治理等差异而形成迥异的营商制度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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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软环境”（魏下海等，2013b）。众所周知，由于国家发展战略原因，中国各地区间经济、社会发

展存在巨大差异。这导致不同地区的法律环境和执行尺度不完全统一（樊纲等，2011）。徐子良

（2010）则指出，受到地区差异和经济社会转型期事物变化快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各领域立法

都在确立基本法律制度和规范基础上，预留较多模糊地带和缺位空间并由执法者在具体执法

过程中视情况而操作。Lan等（2015）还发现，受到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市场导向和地理位置等

差异的影响，2008年《劳动合同法》颁布后在我国不同地区的实施程度差异很大。

由于司法环境及执行差异，不同地区企业员工权益保护面临的司法约束各有不同。众多学

者认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尤其在正式制度尚不完善时，非正

式制度对于促进经济活动、市场交易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Peng和Luo，2000）。当正式制度比

较完善时，首先发挥作用的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进而表现为正式制

度越完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越弱。需要强调的是，与法律制度对员工权益保护的强制性执行

不同，儒家文化对员工权益保护的影响是通过其隐性价值规范引导企业做出主动选择。因此，

当企业所在地区的司法环境较差，员工权益保护受到的法律约束较弱时，他们可能更加依赖儒

家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治理价值。此外，从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的调查结果来看
①

，连续五

年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调查结果表明，各地司法文明建设存在明显差异，为儒

家文化这类非正式制度发挥治理作用预留了一定的空间。相关研究也表明，作为一种替代机

制，非正式制度在法制建设并不完善的新兴市场中可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Allen等，2005）。由

此可见，儒家传统和司法保护两种不同力量可能在加强员工权益保护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替代

功能。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儒家文化改善员工雇佣保障的积极作用在“弱司法保护”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  数据与模型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12年3月开展的第十次全国私营企业状况抽

样调查，之所以选择该数据一方面是因为数据的可得性，另一方面该调查数据中较好地披露了

企业雇佣保障情况，包括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企业购买员工保险、企业提供员工培训和成立工

会等。该调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私

（民）营经济研究会联合展开。2011年底之前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都被纳入调查对象

总体（967.7万户），按照万分之五比例进行抽样，最终参与抽样调查的私营企业共计5 073家。尽

管该数据的调查时间是2012年，但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会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积淀，相较于上千

年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其对2012年和2019年企业的雇佣保障选择不会存在根本上的差异。此

外，调查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份的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也使得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根据本文研究需要，我们对初始样本还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主要从事金融和保险行业的

公司；（2）剔除部分观测变量存在数据缺失的样本；（3）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公司，最终获

得3 538个有效观测样本。“儒家文化”数据根据我国清代书院分布情况手工整理获得。“司法保

护”采用《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2016）》中各地区司法文明评价得分反映。

（二）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儒家文化对员工雇佣保障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的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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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 α0+α1Con f ucian+
∑

Controls+ε1 (1)

模型（1）中因变量为员工雇佣保障水平（Employment）。雇佣保障是企业提供给员工的一项

重要承诺，雇佣保障水平的高低会显著影响雇员的工作满意度（Wilczyńska等，2016）、雇员对组

织的信任（Ashford等，1989）以及对工作的投入（Stander和Rothmann，2010）。从雇员的基本保障、

职业成长性和组织依赖几方面出发，本文通过以下四个观测指标测度企业的雇佣保障水平。

（1）劳动合同（contract）。劳动合同是强化员工权益保障的微观法律基础。为了保障员工合

法权益，近年来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劳动保护的立法和执法监督。然而，现实中仍有部分企业

出于规避法律约束或降低用工成本的考虑而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Wilczyńska等（2016）研究

表明由签订个人劳动合同衡量的就业稳定性会直接影响雇员感知的雇佣保障。因此，本文将劳

动合同签约情况作为反映员工雇佣保障水平的一个观测指标。企业与员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的比例越高，意味着员工雇佣保障质量越好。

（2）工会组织（union）。工会是实现劳资关系处理制度化的组织前提，也是维护劳动者权益

的主要途径。中国工会是国家权力机构在基层的延伸，体现国家管理干预劳资关系的意志和方

式。因此，工会在和谐劳动关系建设和员工权益保护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实证研究也表

明，工会确实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雇员的工资和福利水平、保障合同签订率（Lu等，2010；Yao

和Zhong，2013；魏下海等，2015）。尽管如此，工会组织的设立和功能发挥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私营企业家的支持。特别是由于我国民营企业的劳动者保护相对薄弱，工会化程度依然较

低（Ge，2007）。因此，本文将企业是否设立工会视为反映员工雇佣保障质量的另一个观测指标。

（3）社会保险（insurance）。社会保险是员工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Dong等，2016）。根据我国

《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公积金条例》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该为员工提供一系列保障性

待遇，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因此，本文将企业是否为员

工购买社会保险视为反映雇佣保障质量的第三个观测指标。

（4）培训投资（train）。企业培训是员工获得岗位胜任能力、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伴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繁荣，组织结构的灵活性和柔性化趋势增强，导致雇佣关系稳定

性受到极大挑战。培训投资是员工自我成长和职业生涯拓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员工雇佣保障质

量的重要体现。Kohlrausch和Rasner（2014）也认为，企业培训会对雇员的主观雇佣保障具有长期

积极影响。因此，本文将参加了企业培训的员工比例视为第四个观测指标。

模型（1）中的自变量为儒家文化强度（confucian）。直接度量意识形态对企业管理行为的影

响必然会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度量方法也备受争议。这也是针对儒家文化与企业行为之

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的原因之一。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运用历史信息和区域模型来考

察文化因素在公司决策中的作用。比如，Hilary和Hui（2009）采用美国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宗教活

动场所数量度量宗教文化强度，并检验了宗教文化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效应。与之类似，

Kung和Ma（2014）使用地区孔庙数量作为儒家文化强度的代理变量。借鉴这些文献，本文将企

业所在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儒家书院数量作为“儒家文化强度”测度指标。选择儒家书院

分布作为儒家文化强度的代理变量还有以下几个理由：首先，道格拉斯·诺思（2002）将制度理

论概括为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并认为教育的作用是“反复灌输一套价值观

念”。因此，选择儒家学校作为儒家文化代理变量与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一致。其次，已有学

者注意到我国儒家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Weber，1951）。根据地方志记载，

我国不同地区的儒家书院分布数量确实差异明显，这有可能代表了不同地区儒家文化影响力

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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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以往相关研究文献，本文在模型（1）中对影响员工雇佣保障质量的其他因素进行控

制，主要包括企业资产负债率（Lev）、企业规模（Size）、盈利能力（Profit）、行业类型（Industry）

等。同时，本文也在模型（1）中引入企业所在地区的人均GDP和重点大学数量，以控制地区经济

发展和教育水平对员工雇佣保障的影响。

为了检验司法保护对儒家文化与员工雇佣保障二者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进一步在模

型（1）中引入“司法保护”变量（Law）及其与“儒家文化”的交互项，构建模型（2）：

Employment = α0+α1Con f ucian++α2Law+α3Con f ucian×Law+
∑

Controls+ε2 (2)

模型（2）中的调节变量为司法保护。本文采用《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2016》披露的各地区

司法文明指数代表“司法保护”程度
①

。

模型中主要变量内涵及测度方法如表1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 符号 变量内涵

劳动合同 contract 企业长期雇佣员工中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的员工比例②

医疗保险 MIC 企业长期雇佣员工中购买了医疗保险的员工比例

养老保险 PIC 企业长期雇佣员工中购买了养老保险的员工比例

失业保险 UIC 企业长期雇佣员工中购买了失业保险的员工比例

工伤保险 IIC 企业长期雇佣员工中购买了工伤保险的员工比例

生育保险 BIC 企业长期雇佣员工中购买了生育保险的员工比例

员工培训 train 企业员工培训总人次除以长期员工人数

工会 union 若企业建立了工会组织，取值为1，否则为0

儒家文化 confucian 企业所在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清代书院数量/1000③

司法保护 Law 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的司法文明指数

资产负债率 Lev 企业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

行业 Industry 企业主要从事的行业类型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年度营业收入总额

盈利能力 Profit 企业年度净利润总额

经济发展 GDP 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人均GDP的自然对数

教育发展 EDU 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211”重点大学的数量
 

四、  实证结果及讨论

（一）描述性统计

儒家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通过伦理教育指导人们的行为规范，最终形成“道德以同俗”的

人文环境。在汉武帝“抑黜百家”之后，便命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学校教育逐步成为儒家

思想传播的主要途径。到了唐朝，儒家学校主要包含三种类型：直属于中央政府的国子监、地

方官员兴建的儒家学校及新兴书院。宋朝时期，儒家学校逐步分化为官方学校和半官方性质的

书院。明朝时期王阳明“心学”兴起之后，书院逐渐取代官方学校成为儒家思想传播的重要场

所。因此，本文通过历史典籍记载的儒家书院分布密度测度地区儒家文化强度。具体来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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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报告由中国政法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发布，通过10个一级指标测量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司法文明综

合得分，得分越高表示该地区司法保护强度越好。

②参考李小瑛、赵忠（2012）和魏下海等（2015）等，本文中长期雇佣员工是指雇佣期限超过1年的员工。

③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省级行政区域经历了局部调整和变更。在收集各地区儒家书院分布时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当

代省级行政区域进行相应的调整。



们根据《中国地方志宗录》（朱士嘉，1958）和《中

国书院辞典》（季啸风，1996）记载，手工整理出

了从唐代至清代省级行政区域管辖范围内府、

州和县境内的儒家书院的具体名称和地址，并

根据现代行政区划整理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的儒家书院数量。表2报告了清代书院的区域分

布特征。可以发现，我国不同省份儒家书院分布

数量（儒家文化强度）存在明显差异，这也为我们检

验儒家文化对员工权益保障的影响提供了便利。

表3报告了模型主要变量的均值统计和相

关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劳动合同（contract）的变

量均值为0.583。这意味着，样本公司所雇佣长期

员工中仅有58.3%与企业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

同。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私营企业的劳动合同管

理并不乐观，员工劳动合同签约率还有较大的

改 进 空 间 。 同 时 ， 医 疗 保 险 （MIC） 、 养 老 保 险

（PIC）、失业保险（UIC）、工伤保险（IIC）和生育保险（BIC）等变量均值分别为0.414、0.417、0.325、

0.380和0.216。这意味着，样本公司为其所雇佣长期员工购买各类社会保险的比例均不足50%，

社会保险在我国私营企业的覆盖面还存在明显不足。这一结果与Dong等（2016）的发现基本是

一致的。此外，培训投资（train）的变量均值为0.298，也即仅有29.8%的员工参与了企业提供的各

类培训。我们还发现，工会（union）的均值为0.460，即样本公司中只有46%的企业设立了工会组

织。这表明，我国民营企业的工会组织设立尚不普及，员工权益难以得到集体维权保护；同时，

也与魏下海等（2015）“52.5%的民营企业设立了工会组织”的发现基本接近。

表 2    清代书院分布表

省份 书院数量 省份 书院数量

内蒙古 5 江苏 115

黑龙江 6 湖北 120

青海 7 贵州 141

吉林 10 山东 149

新疆 10 河北 151

宁夏 11 福建 162

天津 15 广西 183

北京 18 云南 229

辽宁 20 湖南 276

上海 37 河南 276

海南 39 江西 323

甘肃 62 广东 342

安徽 95 四川 383

山西 107 浙江 395

陕西 109

表 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表

变量 Mean Confucian Contract MIC PIC UIC IIC BIC Train Union Law Lev Type Income Profit GDP

confucian 0.158 1.00

contract 0.583 0.060** 1.00

MIC 0.414 0.048* 0.422** 1.00

PIC 0.417 0.054** 0.438** 0.809** 1.00

UIC 0.325 0.033 0.402** 0.737** 0.816** 1.00

IIC 0.380 0.118** 0.410** 0.725** 0.746** 0.808** 1.00

BIC 0.216 0.080** 0.331** 0.622** 0.645** 0.778** 0.722** 1.00

train 0.298 0.017 0.015 0.068** 0.054** 0.045* 0.083** 0.059** 1.00

union 0.460 0.042* 0.138** 0.176** 0.232** 0.226** 0.277** 0.254** 0.057** 1.00

Law 68.545 −0.143** 0.072** 0.150** 0.168** 0.182** 0.120 0.157** −0.010 0.044* 1.00

Lev 0.164 0.046** 0.117** 0.139** 0.167** 0.201** 0.219** 0.239** 0.017 0.220** 0.000 1.00

Industry 6.650 −0.090** −0.023 −0.059** −0.048** −0.023 −0.118** −0.027 −0.018 −0.173** 0.028 −0.187** 1.00

Size 1.410 0.042* 0.047** 0.070** 0.073** 0.090** 0.081** 0.092** 0.043* 0.070** −0.004 0.059** −0.027** 1.00

Profit 0.054 0.028 0.068** 0.126** 0.142** 0.155** 0.143** 0.142** 0.059** 0.103** −0.012 0.085** −0.051** 0.702** 1.00

GDP 10.651 −0.222** 0.092** 0.195** 0.203** 0.229** 0.160** 0.185** −0.013 0.086** 0.508** 0.049** −0.047** 0.007 0.032 1.00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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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还显示，地区儒家文化（confucian）与劳动合同（contract）的相关系数为0.060，显著性水

平为95%。这意味着，儒家文化有利于增强企业与员工之间劳动合同的签约率。同时，地区儒家

文化（confucian）与医疗保险（MIC）、养老保险（PIC）、工伤保险（IIC）、生育保险（BIC）等变量的

相关系数分别为0.048、0.054、0.118和0.080，且显著性水平至少达到90%，即儒家文化也有利于

提升员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值得深思的是儒家

文化与购买职工失业保险的相关系数为0.033，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和企业性质有关，私营企业

员工的流动性较大，雇员稳定性比国有企业差，因此，无论儒家文化强度高还是强度低的地

区，购买失业保险都是体制外员工的基本诉求，也是私营企业雇佣保障的基本配置，这可能是

导致两者相关性上并不显著的原因。此外，地区儒家文化（confucian）与工会（union）也存在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042，显著性水平为90%）。这表明儒家文化越发达的地区，民营企业的

工会组织普及率越高。我们还发现，地区司法保护（Law）与上述员工权益保护的主要测度变量

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分析结果为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

（二）单变量分析

为了检验儒家文化对员工雇佣保障的影响

效应，我们根据“儒家文化”变量中的值将样本

划分为两组：儒家文化发达地区VS儒家文化落

后地区，并对员工权益保障的主要测度变量进

行组间差异检验。由表4可以发现，相对于儒家

文化落后组，儒家文化发达组的企业劳动合同

签约比例显著更高；同时，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购买比例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比例也明

显更高。我们还发现，与儒家文化落后地区企业

相比较，儒家文化发达地区企业设立工会的比

例明显更高，员工参与企业培训的比例也明显

更高。此外，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组间差异并

不明显。单变量分析结果综合表明，儒家文化对

大多数维度的员工权益保障指标都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这初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三）回归结果及讨论

我们首先检验地区儒家文化强度对员工雇佣保障的影响效应。根据计量模型（1），回归分

析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发现，当因变量为劳动合同（contract）时，自变量儒家文化（confucian）的

回归系数为0.092，且显著性水平达到1%。这表明，随着企业所在地区儒家文化强度的增加，企

业与员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比例显著增加。同时，当模型因变量为社会保险，即医疗保险

（MIC）、养老保险（PIC）、失业保险（UIC）、工伤保险（IIC）和生育保险（BIC）时，各模型中自变

量儒家文化（confucian）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96、0.107、0.086、0.154、和0.128，且显著性水平均为

1%。由此可见，随着企业所在地区儒家文化强度的增加，企业为员工购买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失 业 保 险 、 工 伤 保 险 和 生 育 保 险 的 比 例 也 显 著 增 加 。表5还 显 示 ， 当 模 型 因 变 量 为 培 训 投 资

（train）时，自变量儒家文化（confucian）的回归系数为0.053，显著性水平也为1%。这意味着，儒家

文化也有利于激励企业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培训投资。最后，当模型因变量为工会（union）时，自

变量儒家文化（confucian）的回归系数为0.744，显著性水平为5%。这说明儒家文化也对推进所

在地区民营企业的工会组织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进一步为维护员工权益提供了更多集体保

表 4    单变量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描述性统计

T检验儒家文化发达地区儒家文化落后地区

样本量 均值 样本量 均值

contract 1 487 0.602 1 586 0.574 1.718*

MIC 1 352 0.431 1 490 0.326 2.455**

PIC 1 398 0.414 1 490 0.380 1.752*

UIC 1 341 0.333 1 465 0.316 1.132

IIC 1 364 0.402 1 474 0.360 2.702***

BIC 1 333 0.221 1 475 0.211 0.940

train 1 398 0.311 1 498 0.287 1.808**

union 1 547 0.480 1 539 0.441 2.156**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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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上述回归结果综合表明，儒家传统文化确实对现代企业雇佣策略产生影响并显著提升了员

工权益保障质量，这为假设1提供了支持。
 

表 5    儒家文化对员工雇佣保障的影响效应

模型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contract MIC PIC UIC IIC BIC train union

confucian
0.092***

（4.967）
0.096***

（5.139）
0.107***

（5.831）
0.086***

（4.665）
0.154***

（8.370）
0.128***

（6.952）
0.053***

（2.721） 0.744**

Lev
0.088***

（4.731）
0.095***

（5.425）
0.124***

（6.749）
0.160***

（8.673）
0.162***

（8.806）
0.198***

（10.776）
0.056***

（2.889） 1.479***

Size 0.025
（1.359）

0.035*

（0.064）
0.031*

（1.713）
0.047**

（2.559）
0.037*

（2.030）
0.050***

（2.766）
0.024
（1.252）

0.000**

Profit
0.042**

（2.270）
0.093***

（4.927）
0.109***

（5.919）
0.117***

（6.332）
−0.096***

（5.224）
0.094**

（5.113）
0.046**

（2.369） 0.000***

Industry 0.015
（0.801）

−0.017
（-0.901）

0.001***

（2.997）
0.034*

（1.838）
−0.061***

（-3.307）
0.039**

（2.134） 0.024（1.248） −0.057***

Law
0.043**

（2.040）
0.086***

（4.054）
0.102***

（4.950）
0.102***

（4.949）
0.077***

（3.733）
0.094***

（4.554）
0.016
（0.724） 0.043

GDP
0.054**

（2.284）
0.118***

（4.950）
0.115***

（4.924）
0.131***

（5.577）
0.081***

（3.472）
0.106***

（4.519）
−0.034
（−1.381） 0.012

EDU
0.040*

（1.860）
0.065***

（2.986）
0.064***

（2.997）
0.078***

（3.638）
0.081***

（3.777）
0.070***

（3.257）
0.078***

（3.450） 0.039***

Sample 3 538 3 538 3 538 3 538 3 538 3 538 3 538 3 538

Adjusted R2 0.040 0.088 0.107 0.131 0.121 0.138 0.014 0.164

F 14.930*** 31.067*** 38.649*** 47.220*** 43.603*** 50.157*** 5.417***

　　注：（1） *、**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2）由于因变量Union是分类变量，故模型（8）采用二元
logistic回归，只标注了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
 

控制变量中，司法保护（Law）变量在大多数模型中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政府

干预和司法保护依然是切实维护员工权益保障的一股重要力量。这也与Li和Freeman（2014）、

Gao等（2017）的基本结论保持一致。我们还发现，企业盈利能力（Profit）在各模型中的回归系数

都显著为正，也即企业盈利能力对改善员工雇佣保障质量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这主要是因

为，随着企业盈利能力的上升，企业对员工的各类社会保障投资和支出能力明显增强，因而权

益保障质量能够得到明显提升。此外，企业规模（Size）在各模型中的回归系数也都显著为正。

这表明，与小规模企业相比较，大规模企业中员工权益保障的质量明显更高。这与孙中伟和贺

霞旭（2012）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我们还发现，教育也是影响劳动权益的最重要变量之一。

为了进一步考察儒家文化与司法保护两种不同力量对员工权益保护的交互影响效应，根

据计量模型（2），我们进一步在模型中引入二者的交互项变量（confucian×Law），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由第一列模型（9）可以发现，自变量confucian和Law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即儒家文化

的隐性约束和法律监管的强制干预都有利于改善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正式劳动合同签订，增强

员工权益保护。同时，该模型中交互项变量confucian×Law的回归系数为-3.210，且在1%的水平

上显著。这意味着司法保护削弱了儒家文化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促进劳动合同签约的治理价

值在“弱司法保护”地区表现得更突出。当因变量替换为工伤保险（IIC）、生育保险（BIC）和是否

建立工会（union）时结论基本类似，模型（13）、（14）和（16）中的交互项变量confucian×Law回归

系数也都为负值，且显著性水平至少达到10%。遗憾的是，当因变量为医疗保险（MIC）、养老保

险（PIC）、失业保险（UIC）和员工培训（train）时，各模型中交互项变量confucian×Law的回归系数

并不显著，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样本量较少的原因，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购买保险中的三险在既

有司法制度力度下，已经对私营企业的雇佣保障政策产生了较强的约束，使得儒家文化的影响

偏弱，导致调节效应并不显著。此外，因为员工培训在很多地区并不是强制的保障措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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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文明的调节效应也并不显著。但是，总体来讲，表6综合表明，儒家文化（非正式制度）和司

法保护（正式制度）两种不同力量在加强员工权益保护方面确实呈现一定的替代性功能。这为

假设2提供了部分支持性证据。
 

表 6    儒家文化、司法保护对员工雇佣保障的交互影响效应

模型变量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模型15 模型16
contract MIC PIC UIC IIC BIC train union

confucian
3.309***

（2.977）
−0.440
（−0.391）

−0.283
（−0.259）

0.578
（0.530）

1.798*

（1.642）
2.161**

（1.994）
0.003
（0.003）

41.245**

Law
0.119***

（3.536）
0.073**

（2.172）
0.093***

（2.818）
0.114***

（3.465）
0.115***

（3.520）
0.142***

（4.330）
0.015
（0.418）

0.129**

confucian×Law
−3.210***

（−2.894）
0.535
（0.477）

0.390
（0.358）

−0.491
（−0.451）

−1.640*

（−1.652）
−2.029*

（−1.877）
0.050
（0.044）

−0.591**

Lev
0.087***

（4.721）
0.095***

（5.089）
0.124***

（6.746）
0.160***

（8.675）
0.163***

（8.821）
0.199***

（10.810）
0.056***

（2.888） 1.480***

Size 0.025
（1.339）

0.035*

（1.855）
0.031*

（1.714）
0.047**

（2.558）
0.037**

（2.031）
0.051***

（2.772）
0.024
（1.252）

0.000**

Profit
0.042**

（2.269）
0.093***

（4.927）
0.109***

（5.919）
0.117***

（6.320）
0.096***

（5.227）
0.094***

（5.115）
0.046**

（2.369） 0.000***

Industry 0.014
（0.768）

−0.017
（−0.897）

0.001
（0.046）

0.034*

（1.836）
−0.061***

（−3.312）
0.039**

（2.128）
0.024
（1.248）

−0.057***

GDP 0.035
（1.414）

0.121***

（4.907）
0.117***

（4.856）
0.128***

（5.300）
0.072***
（2.995）

0.095***

（3.910）
−0.034
（−1.325） −0.061

EDU
0.044**

（2.060）
0.065***

（2.949）
0.064***

（2.967）
0.079***

（3.650）
0.083***

（3.867）
0.073***

（3.378）
0.078***

（3.440） 0.04***

Sample 3538 3538 3538 3538 3538 3538 3538 3538

Adjusted R2 0.042 0.088 0.107 0.131 0.121 0.139 0.013 0.166

F 14.308*** 27.976*** 34.786*** 42.506*** 39.486*** 45.535*** 4.874***

　　注：（1）*、**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2）由于因变量Union是分类变量，故模型（8）采用二元
logistic回归，只标注了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
 

为了更清楚地揭示地区司法文明程度对儒家文化在员工权益保护中积极作用的调节效

应，我们绘制了员工权益保障四个维度变量回归系数显著的作用效果图。图1显示，司法文明程

度低的地区，儒家文化传统越强，员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比例越高；而在司法文明程度高的

地区，儒家传统的影响效应则相对平缓。图2也显示，相较于司法文明程度较高地区，司法文明

程度较低地区的关系曲线斜率明显更大，表明该地区儒家文化对员工购买工伤保险的影响强

度更大。图3结果表明，司法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关系曲线斜率明显更大，表明司法文明的调

节作用显著。图4结果也表明，在司法文明程度高的地区，儒家传统对成立工会的影响相对平

缓，而在司法文明程度低的地区，儒家传统的影响更加明显，儒家传统越强，企业成立工会更

普遍。

（四）稳健性检验

儒家文化测度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基础。为了增强实证结论的稳健性，我们也采用其他方法

和数据测度地区儒家文化强度。历经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是迄今为止延续时间最长的人才选

拔方法，从隋唐到宋元再到清，一直紧紧伴随着中华文明史（余秋雨，2019），考试主要内容是八

股文和试帖诗等。八股文的题目出自“四书五经”，尤其明清八股取士后规定考试内容必须以

“四书五经”为准，以“四书”文句为题，且参照《四书集注》进行解释。因此，科举制度是儒家思

想能够延续千年的制度保证，儒家思想藉由科举制度得以传承和发展。因此，在稳健性检验

中，我们利用明清时期各地区的科举进士数量作为另一个变量，替代儒家书院测度各地区的儒

家文化强度。由表7可知，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回归结果中大部分支持了研究假设（除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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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影响效应不显著外，其他均显著）。我们也借鉴Kung和Ma（2014）的方法采用各地区孔庙

数量测度儒家文化强度，实证结论依然成立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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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司法文明对儒家传统（横轴）与劳动

合同签订（纵轴）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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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司法文明对儒家传统（横轴）与购买

工伤保险（纵轴）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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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司法文明对儒家传统（横轴）与生育

保险（纵轴）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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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司法文明对儒家传统与工会组织（纵

轴）关系的调节作用

表 7    儒家文化（进士数量）对员工雇佣保障的影响效应

模型变量
模型17 模型18 模型19 模型20 模型21 模型22 模型23 模型24
contract MIC PIC UIC IIC BIC train union

confucian
0.133***

（5.782）
0.122***

（5.263）
0.146***

（6.430）
0.136***

（6.026）
0.167***

（7.310）
0.115***

（5.069）
0.003
（0.115）

0.000***

Lev
0.077***

（4.135）
0.087***

（4.584）
0.113***

（6.119）
0.149***

（8.020）
0.153***

（8.194）
0.193***

（10.390）
0.059***

（3.021） 1.601***

Size 0.026
（1.414）

0.036*

（1.907）
0.032*

（1.766）
0.047**

（2.597）
0.040**

（2.179）
0.053***

（2.908）
0.026
（1.337）

0.000**

Profit
0.044**

（2.366）
0.094***

（5.018）
0.111***

（6.018）
0.119***

（6.441）
0.098***

（5.317）
0.096***

（5.191）
0.046**

（2.390） 0.000***

Industry 0.017
（0.911）

−0.014
（−0.728）

0.006
（0.301）

0.038**

（2.097）
−0.058***

（−3.157）
0.040**

（2.196）
0.021
（1.087）

−0.060*
**

Law
0.050**

（2.380）
0.091***

（4.310）
0.110***

（5.290）
0.108***

（5.241）
0.084***

（4.031）
0.097***

（4.689）
0.014
（0.644）

0.058*

GDP
−0.031**

（−1.162）
0.046**

（1.692）
0.029
（1.107）

0.053**

（2.014）
−0.019***

（−0.705）
0.036
（1.345）

−0.039
（−1.402）

−0.246*

EDU
0.007*

（0.327）
0.030
（1.397）

0.024
（1.146）

0.043**

（2.002）
0.029
（1.353）

0.029
（1.357）

0.068***

（2.995） 0.027***

Sample 3538 3538 3538 3538 3538 3538 3538 3538

Adjusted R2 0.043 0.089 0.109 0.136 0.116 0.131 0.011 0.134

F 15.939*** 31.223*** 39.555*** 49.073*** 41.547*** 47.280*** 4.587***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78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0年第1期

①限于篇幅，实证结果没有报告，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五）拓展性检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上文证实，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儒家文化能够改善员工雇佣保障质量，并在正式

制度较弱时发挥更显著的替代作用。然而，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加强，

西方文化也不断涌入并对中国企业产生较大影响。全球化浪潮下，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碰撞

会产生文化冲突。文化冲突的结果，要么相互融合，要么一方替代另一方。无论哪种结果，儒家

文化的影响力都不可避免地被削弱。那么，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是否会降低或者减少儒家文

化对员工雇佣保障的影响？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试图以企业是否参与国际竞争对样本进行分组，考察儒家文化对员

工雇佣保障的影响是否因全球化浪潮而有所改变。具体分组方法为，若企业向境外出口商品，

表示该企业参与了国际市场竞争，分组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分组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可以

发现，在未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样本组中，自变量confucian在大部分模型（因变量为contract、

MIC、PIC、UIC、IIC和BIC）中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然而，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样本组中，

自变量confucian的回归系数却不再显著（contract、MIC、PIC、UIC、 IIC和BIC）或显著性水平

（UIC）明显降低。上述结果表明，儒家文化仅在本土市场竞争企业中才能发挥作用，而随着企

业不断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儒家文化的作用逐渐变弱。

从实证结果来看，将司法文明和全球化竞争纳入分析框架之后，儒家文化对员工雇佣保障

的影响效应在各指标上存在微妙的差异。司法文明和全球化竞争的调节效应在诸如劳动合同

签 订 、 保 险 购 买 中 显 著 性 更 加 明 显 ， 而 对 员 工 培 训 的 影 响 较 小 。 组 织 行 为 学 中 的 双 因 素 理

论（Motivator-Hygiene Theory）认为，合同、工资、薪酬等只能提供给员工较低级别满足感，属于

保健因素，而员工培训关乎自我发展，是更高级别的激励因素。司法保护和全球化竞争在约束

企业提供员工基础保障中更加有效，因此其调节效应更为明显，而更高级别的员工激励则更加

依赖儒家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突破传统的制度分析框架，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了儒家传统文化及其隐性价值规

范对现代企业雇佣策略和员工权益保障的影响效应。本文利用2012年全国第十次私营企业抽

样调查数据，实证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儒家文化强度越大，其员工劳动合同签约率和社会保

险购买率均显著提升，企业员工培训投资也显著增加；同时，企业内部也更有可能设立工会组

织，增强员工集体维权力量。我们还发现，儒家文化改善员工雇佣保障质量的积极作用在司法

文明程度越低的地区表现得更突出。这意味着，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和正式制度的司法保护

两种不同力量都能够在增强员工权益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且二者之间呈现一定的替代性作

用。此外，国际市场竞争带来的多元文化融合也削弱了儒家文化对员工雇佣保障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将宏观地域文化特征与微观企业决策有机结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毕茜等

（2015）发现非正式的传统文化与正式的环境制度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中具有互补效应，徐细

雄等（2019）也认为儒家的伦理价值对企业捐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儒家传统影响力越强，上

市公司违规行为发生的概率越低。本文将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从财务决策推向企业的人力资

源管理决策，揭示了东方儒家传统及其隐性价值规范对企业雇佣策略选择和员工权益保护的

影响效应，丰富和拓展了“文化与企业决策”领域的研究文献，并贡献了来自东方文化情境的经

验证据。同时，不同于已有聚焦政府监管、劳动合同法和工会组织等制度性力量对员工权益保

护影响的研究文献，本文重点考察儒家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增强员工权益保护、促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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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劳动关系中的独特作用和价值。这也深化了对新兴市场国家“弱制度”情境下员工权益保护

决定因素的理解。

从实践层面来看，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且深远的影

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

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

合强调“要坚持文化自信”，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寻求解决现实难题的办

表 8    儒家文化与员工雇佣保障：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模型

变量

模型25 模型26 模型27 模型28

contract MIC PIC UIC

无出口 有出口 无出口 有出口 无出口 有出口 无出口 有出口

confucia
n

0.056***

（3.202）
0.112
（1.564）

0.072***

（3.554）
0.054
（0.732）

0.079***

（3.942）
0.104
（1.416）

0.042**

（2.119）
0.136*

（1.856）

Lev
0.099***

（4.968）
0.060
（1.054）

0.112***

（5.607）
0.015
（0.254）

0.138***

（6.949）
0.053
（0.906）

0.169***

（8.562）
0.110*

（1.874）

Size
0.025
（1.253）

0.117
（1.319）

0.029
（1.466）

0.225**

（2.485）
0.027
（1.368）

0.219**

（2.439）
0.043**

（2.149）
0.233***

（2.612）

Profit
0.059***

（2.910）
−0.058
（−0.660）

0.114***

（5.634）
−0.078
（−0.870）

0.123***

（6.146）
−0.043
（−0.483）

0.127***

（6.360）
−0.045
（−0.506）

Industry
0.021
（1.033）

−0.095*

（−1.685）
−0.016
（−0.794）

−0.053
（−0.909）

0.004
（0.196）

0.000
（−0.004）

0.033*

（1.660）
0.027
（0.472）

Law
0.045*

（1.957）
−0.001
（−0.016）

0.095***

（4.131）
0.001
（0.014）

0.104***

（4.596）
−0.052
（−0.672）

0.110***

（4.921）
−0.041
（−0.528）

GDP
0.039
（1.462）

0.110
（1.538）

0.109***

（4.075）
0.161**

（2.232）
0.121***

（4.591）
0.074
（1.040）

0.117***

（4.457）
0.140**

（1.973）

EDU
0.053**

（2.233）
0.014
（0.190）

0.080***

（3.319）
0.011
（0.143）

0.073***

（3.087）
0.093
（1.203）

0.100***

（4.239）
0.040
（0.519）

Sample 3182 356 3182 356 3182 356 3182 356
Adjusted

R2 0.026 0.021 0.081 0.034 0.095 0.031 0.119 0.069

F 9.543*** 1.833* 27.155*** 2.278** 32.435*** 2.219** 40.625*** 3.674***

模型

变量

模型29 模型30 模型31 模型32

IIC BIC train union

无出口 有出口 无出口 有出口 无出口 有出口 无出口 有出口

confucia
n

0.114***

（5.676）
0.097
（1.344）

0.096***

（4.763）
0.033
（0.451）

0.032
（1.515）

0.005
（0.063）

0.302 −0.098

Lev
0.176***

（8.883）
0.092
（1.578）

0.208***

（10.492）
0.147**

（2.485）
0.048**

（2.332）
0.074*

（1.835）
1.174*** 1.312***

Size
0.033*

（1.654）
0.255**

（2.518）
0.049**

（2.471）
0.142
（1.586）

0.021
（1.008）

0.119
（1.303）

0.000* 0.000***

Profit
0.121***

（6.022）
−0.112
（−1.264）

0.107***

（5.373）
−0.002
（−0.019）

0.059***

（2.842）
−0.057
（−0.630）

0.001*** 0.000*

Industry
−0.050**

（−2.519）
−0.037
（−0.652）

0.039*

（1.949）
0.104*

（1.806）
0.031
（1.475）

0.029
（0.495）

−0.050*** −0.038

Law
0.088***

（3.873）
−0.129*

（−1.669）
0.108***

（4.799）
−0.109
（−1.350）

0.009
（0.371）

0.037
（0.478）

0.036 0.092

GDP
0.061**

（2.290）
0.183**

（2.586）
0.077***

（2.895）
0.177**

（2.387）
−0.035
（−1.280）

−0.060
（−0.841）

−0.097 0.112

EDU
0.103***

（4.325）
0.027
（0.357）

0.099***

（4.157）
−0.003
（−0.039）

0.077***

（3.094）
0.041
（0.527）

0.044*** 0.010

Sample 3182 356 3182 356 3182 356 3182 356
Adjusted

R2 0.103 0.059 0.115 0.061 0.010 0.001 0.105 0.110

F 34.998*** 3.301*** 39.072*** 3.346*** 3.978*** 0.962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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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并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

神力量。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精髓。但长久以来，人们关于儒家传统对现代经济

与社会治理的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不仅能够纠正部分学者对儒

家文化价值的消极认知偏见，也为弘扬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和谐劳资关系中的积

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借鉴。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首先，本文主要采用清代书院的分布密度间接测度地

区儒家文化强度，这可能会存在一定争议。未来有必要通过开发问卷调查量表直接测度企业家

和经营者的儒家价值认同度，并检验它对企业雇佣决策行为的影响。其次，尽管全国私营企业

调查每两年开展一次，但由于不同年份的量表设置并非完全一致。因此，本文仅采用了2012年

的调查数据，这导致样本量比较小。而且，问卷调查仅仅覆盖中小规模的私营企业。这导致本

文研究结论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的适用性值得谨慎看待。未来有必要通过上市公司的时间

序列数据作更深入的分析，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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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Employees’ job security is  influenced not only by formal laws and regulations，

but also by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l institution，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and  its  recessive  value  criterion  on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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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strategy  and  employees’  rights  and  interests  guarantee.  Using  Chinese  historical

classics  and  the  10th  survey  data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2012，this  paper  finds  that  Confucian

culture contains such thoughts as “gentlemen take justice for benefit”“be generous to the people

and be able to help the people”，which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mployment strategy of

modern  enterprises.  The  value  norms  of “benevolence，righteousness，courtesy  and  faith”
advocated by Confucian culture a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mployee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Specifically，the  contractual  spirit  constructed  by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good faith will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in signing labor contracts and purchasing

employee  insurance；The  Confucius  thoughts  such  as “knowing  things”“being  erudite  and

diligent” and “learning  without  weariness” can  also  obviously  promote  the  investment  of  staff

training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guarantee；The connotation of “benevolence” of

Confucianism will urge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trade unions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mploye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eater  the  Confucian  culture  intensity  in  the

region where the enterprise is located，the higher the signing rate of individual labor contracts of

employees，and  the  higher  the  rate  of  purchasing  medical  insurance，endowment  insurance，

unemployment insurance，work-related injury insurance and maternity insurance for employees.

At  the  same  time，the  investment  of  enterprise  training  measured  by  the  proportion  of  trained

employee number in total employee number is significantly higher，and enterprises in areas with

higher Confucian cultural intensity are more likely to set up labor union organizations.

As  the  degree  of  judicial  protection  var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we  also  use  the

judicial civilization index provided by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Judicial Civilization

to  further  test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judicial  protec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improving employees’ job security is more prominent in

“weak  judicial  protection” areas.  This  means  that  the  two  different  forces  of  Confucian  culture

and  judicial  protection  have  certain  alternative  functions  in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employee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lower the judicial civilization index is，the more obviou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employees’ job security is.

In the robustness test，we use the number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cholar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replace the original academies in Qing Dynasty to measure the strength of Confucian

culture，an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till support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Key words: employees’ job security; Confucianism; judicial protection; informal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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